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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劼人小说中的民国蜀地匪盗想象 
 

罗维 
 

(湖南警察学院基础课部，湖南长沙，410138；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现代作家李劼人有一系列以民国时期四川匪盗为题材的小说。和传统文学中的匪盗想象有所不同，他的匪

类题材小说没有侠匪义盗的浪漫表现，作为“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它们严肃而具有批判性，完全是时

代的反映、文学的自觉，体现了新文学关于“人的文学”的理念追求，尤其是代表作《死水微澜》历史地反思了匪

性精神作为民间文化力量在历史转型时期所具有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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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于四川军阀混战时期的兵

匪现象加以揭露的主要作家是李劼人。1924～1926年
李劼人发表的《强盗真诠》《失运以后的兵》《兵大伯

陈振武的月谱》等一系列短篇小说，真实反映社会之

中兵匪横行的黑暗现实①。而他最为重要的小说《死水

微澜》中也集中刻画了一个具有四川地域文化特征的

强人形象——四川袍哥头目罗歪嘴。 
1916年到 1928年的四川社会，是一个军阀社会。

在黩武主义和封建思想的支配下，各地军阀以“乱世英
雄”的姿态崛起于四方。他们分别掌握着一支军队，按
照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原则独立行事。老百姓们深受其

害，把军阀和他们的军队看得比土匪还可怕。这些人

破坏成性、冷酷无情，比那些占山为王的强盗和土匪

更可恨。在《强盗真诠》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兵匪

原是一家，旧军阀的军队才是真正的强盗。“中国的兵
与匪差不多是不容易分离的，正式军队被击败了的时

候兵就是匪，匪遇招安时匪又变成了兵，兵与匪同时

又都是一些过剩的人口——年富力强的贫民——破产

的农村中农民的化身”[1]。开篇的情节是兵官们“舍生
忘死”捕捉来两名强盗，在如狼似虎的官兵面前，被提
审的两名强盗却是这样的面目： 
甲强盗供说：“……在前，我本是安分良民，家里

也还薄有点产业，那里会当强盗！只因从去年七月以

来，遍地都是强盗，一连抢我二十多次，家里什么都

扫光了，并且连我两个孩子……” 
强盗说到这里，喉咙已经哽了，神光离散的眼里

也泪如雨下。 
司令听得不耐烦，只把脑袋一摆说：“不必冬瓜、

葫芦连根带叶的胡扯！只供你到底抢了多少人家，牵

了多少肥猪，现在有赃若干，纠伙若干便了。” 
甲强盗又供说：“抢了多少人家却已记不清楚。说

起赃来，真真可怜急了！老实说，我们当强盗的，只

为的肚皮，没有快枪同炮火，不少大户庄家有防备，

不敢去送死，只好寻些有气无力的穷人家，抢一次罢

了，那里还有什么赃物……” 
强盗本是良民，家中被强盗抢光了，只好也当了

强盗。当强盗也只能解决饥饿温饱问题。可是军阀却

比土匪更可恶，他们时而兵变匪，时而匪变兵，为的

就是在乱世中搜刮更多的财富，获得更大的利益，全

然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这个拿强盗的司令后来触怒了

上司，上司派军队过来收编。司令于是想了四个字的

退路，这四个字是——变，立刻变为强盗；抢，足足

淫掠了一个整夜；第三字是逃，逃出城；第四字是待，

驻在城外，一边打劫，一边等待时机收编招安。而新

来的团长又开始了新一轮对城里百姓的搜刮摊派。结

尾处作者用了“只愁那匝地烟尘何日扫”形容这个豺狼
虎兽横行的世界，为黎民百姓的忧苦无告而忧愤。 
之所以在对民国时期四川匪盗的文学想象上用笔

甚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李劼人自身也饱尝过匪患之

苦。1931年冬，他的儿子刚满三岁，竟被一个连长派
人勾结丫头绑了票。李劼人辗转请托时任宪兵司令谍

察的袍哥大爷邝瞎子多方说合，过了 27天才得以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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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赎金过了好几年才向朋友还清[2]。这样的经历对

于作家而言，无疑是切肤之痛，因此李劼人对于四川

土匪世界、袍哥社会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和深邃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还有李劼人在这些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语言

艺术和叙述结构上的匠心： 
司令的部下向来举动文明，虽则变脸之后，毕竟

也和别的军队不同，凡是军队中素具的烧杀淫掠四字

特性，司令的部下因受了兵官教导，仅实行了第三、

第四两个字，并且时间也俱短促。从第一夜十点钟前

后动手，到第二天早饭时节，便收队出城，行那前第

三字的“逃”字的退路去了[3]。 
可以看出，李劼人的语言颇有晚清谴责小说的讽

刺遗风，在不动声色中穷形尽相地白描勾勒出军阀官

兵面目的丑恶，触及到了军阀时代四川境内尖锐的社

会问题。他一方面以冷静犀利的讽刺描写军阀变匪，

匪变军阀的社会怪现状，另一方面还通过普通人的命

运来揭示那个特殊的时代乡村农民的悲剧。1926年所
写的《兵大伯陈振武的月谱》中他则借用了鲁迅先生

《阿 Q正传》的结构模式，以第三人称叙述夹杂陈振
武的自述，表现了当兵的普通人陈振武在军阀队伍中

人性渐渐堕落，成为兵匪一员的短短几个月时间的过

程，几乎可以看成是走投无路的阿 Q在军阀时代的命
运延续。作者并不把自己的观点加诸到小说中，而是

用一种看似冷静客观的反讽手法，颠覆了时代，批判

了社会。这种精巧的运思和叙述的从容深沈以及对于

历史细节的入木三分的表现都体现了李劼人作为一个

大作家的天分。而到 1936年他创作出《死水微澜》证
明了他作为大家的实力。 
《死水微澜》写的是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期

间，成都北郊天回镇上袍哥与教民两股力量的冲突。

这部小说被郭沫若称为“小说的近代史”，其中重要的
一点就是对于近代以来四川民间袍哥文化的反映。 
袍哥是清末至民国时期四川社会的一大民间势

力。袍哥又称哥老会，袍哥兴起于明末。“是以哥老为
胚胎，吸收、融合了天地会、白莲教的某些特点，在

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定社会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无业

游民组织”[4]。它是四川从明末始到民国时期最为活跃

的帮会，在民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官方对这类组织

也称为“会匪”。在四川，仅农民参加袍哥者十有五六。
很多民国时期的四川军阀都是川中著名的袍哥首领，

因为社会影响力大，袍哥一度由隐蔽变为公开的民间

组织。因此在《死水微澜》中袍哥的势力是对社会现

实的客观反映。比如邓大爷本来对于女儿嫁给蔡兴顺

的事情还有所犹豫，听到说蔡亲顺的血亲老表袍哥头

目罗歪嘴的声名势力，便马上决定了这门亲事。在老

百姓的心里，虽然袍哥非官也非商，但他们在社会上

的广泛影响力具有同样的权势魅力，只是这种权势不

是被政府认可的合法权势而已。 
回天镇兴顺号铺子的老板蔡傻子人极其老实，偏

又娶了一个极其出众的妻子邓幺姑。人才出众的老婆

让人煞是眼红，有歪心思的人不少。而蔡傻子之所以

能安然过下去，“正亏他的表哥罗歪嘴的护法力量”。
罗歪嘴是个怎样的人呢，十五岁就不读书了，出来打

流跑滩，从此加入了哥老会。他是袍哥，而且还是回

天镇这一带的舵把子朱大爷的大管事。人人都要惧他

三分，“纵横四五十里，只要以罗五爷一张名片，尽可
吃通”。罗歪嘴有这样大的能量只因为他是袍哥。可以
说，他是现代文学中第一个被浓墨重彩表现的袍哥形

象，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蜀地匪盗的近代文化特征。 
罗歪嘴是袍哥的一个小头目，手下有八九号弟兄。

平时做的事情就是开赌场，收烂帐，走动官府这些非

法的事情。他身上有着鲜明的匪气和霸气，又有着江

湖人特有的义气、豪侠。他慷慨豪爽，不沉迷女色，

但他对于妓女刘三金的照顾，对邓幺姑的爱情又显出

他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很难简单的说他是一个坏人

还是一个好人，小说确实具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气魄，

李劼人完全没有停留在简单地对人物的道德划分上，

而是刻画出一系列复杂多面的人物性格。 
题目“死水微澜”的涵义既指向中国封建末世死水

中的社会微澜，也指向老百姓精神死水中的心灵微澜。

后者主要因为罗歪嘴与邓幺姑热烈到肆无忌惮的性爱

在天回镇老百姓的心上搅起了阵阵涟漪。而能给这个

和鲁迅笔下的鲁镇没有什么区别的保守落后蒙昧的天

回镇带来一丝生气的恰恰是罗歪嘴的“歪”和邓幺姑的
“野”。 
罗歪嘴的“歪”，在于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安分

守己的良民。他是光人一个，“除了放利的几百两银子
外，随身只有红漆皮衣箱一口，被盖卷一个，以及少

许必用的东西”。他过惯的是漂泊浪荡的生活，因此根
深蒂固的正统伦理道德观念对他甚少束缚，使他具有

乡土中国的农民所没有的匪性、野性。更歪的地方在

于，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中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
大”，可是他却年过三十，仍是光杆一个，完全无视封
建社会的孝道观念。至于他在江湖上混的时候过的杀

人掠货的生活虽然小说没有正面描写，但通过他的生

活大概也可以推断出来。 
可是他又并非无视礼法到无法无天，他遵循的是

江湖的规矩。比如嫖，在袍哥界，“以前规矩严时，本
是不许的，但到后来，也就没有人疵议了”，但罗歪嘴
嫖得很有分寸，“不是卖货，他绝不下手”。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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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做欺男霸女的勾当，所谓“用钱买淫，天公地
道”。他也并不沉迷于色，能够如故事里的好汉一样，
说丢手就丢开。这说明他是个盗亦有道的人，并且在

女色男色中犹能来去自如，这也是让人佩服的英雄本

色。然而这样还不足以体现四川地域色彩浓厚的袍哥

文化。正是在和蔡大嫂情爱故事的叙述中，我们看到

了一个丰满真实的袍哥审美形象。 
蔡大嫂是一个不安于死水般的乡土生活秩序的女

性，偏偏她又生得能干精灵。由于罗歪嘴的“挺身而
出”，“保护”了蔡大嫂，蔡大嫂才能得以安然地生活下
去，心里先就存了一份感激和钦佩。再加上罗德生见

多识广，敢想敢言，性情豪放，并且骨子里有着不受

封建秩序束缚的匪性。更重要的是，罗歪嘴能平等地

同她交谈，欣赏她的气魄与见地想法，这和一般的男

人对待妇人的态度十分的不同。在蔡大嫂看来，“再没
一个比罗歪嘴对人更武勇豪侠，对自己更殷勤体贴，

而本领之大，更不是别的什么人所能企及”。于是，在
蔡大嫂的心目中，罗歪嘴就成为了唯一一个“完人”。
正因为这样，罗歪嘴获得了蔡大嫂的芳心。 
显然，蔡大嫂爱罗歪嘴的恰恰是他身上的匪性气

质，即如蔡兴顺所悟到的，自己老婆喜欢的是“歪人”。
她爱的主要是罗歪嘴身上那种放纵不羁、不满现实社

会的匪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她在罗歪嘴的身上

发现了自己——因为骨子里她也是追求热烈、情趣的

生活而不满于现状的人。是罗歪嘴解放了她太久以来

的苦闷与压抑，并给予了她所追求的感情；她感情上

的如愿，甚至使她甘愿以私奔这种封建伦常所不容的

方式与罗歪嘴在一起。这种在封建旧道德的社会秩序

中激起涟漪的疯狂情爱生命力，究其根源正是来自于

袍哥所具有的匪性力量，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匪性

精神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在历史转型时期所具有的社会

意义。 
蔡大嫂并不以和罗歪嘴的通奸为耻，她在人前不

避忌，甚至希望能和罗歪嘴私奔，其大胆、勇敢和热

烈更有甚于罗歪嘴，这体现出她对于旧式封建道德的

反叛自觉。相形之下，也正体现出罗歪嘴作为袍哥所

具有的文化局限性。这恰恰是匪性的两面性，它既具

有进步性，同时也具有不可避免的保守性。罗歪嘴爱

蔡大嫂，但并不愿意因此而打破他和蔡兴顺夫妇之间

的伦理关系，因为一旦那样会留下不好的名声,有损他
的江湖英名。他甚至愿意告诉蔡兴顺取悦妻子的房中

之术，以期拉拢蔡兴顺，结果变成了三人同床而欢的

乱伦丑剧。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和蔡大嫂之间究竟是

不是真正的爱情备受读者质疑。 
其实这不是问题的根本，真正的问题在于罗歪嘴

作为袍哥所具有的局限性让他并不能真正配得上具有

反封建色彩且能够大胆接受新事物的蔡大嫂。因而，

我们不能把她和罗歪嘴的关系看作是简单的通奸和情

欲。进一步地看，这也是蔡大嫂之所以能在丈夫蔡入

狱、情人罗歪嘴避走他乡后经过权衡，冷静地嫁给得

势的教民顾天成的原因。换了一般的旧式妇女，必然

抱着从一而终的旧道德备受煎熬。而对于蔡大嫂而言，

她的人生永远在不断翻开新的一页，不断接受新的事

物。 
不仅是罗歪嘴具有局限性，罗歪嘴所代表的袍哥

势力在新旧历史交替之际，也今不如昔，日渐衰微，

气势大不如前。象余树南这样威风八面、以江湖义气

通吃江湖官府的英雄所代表的时期已然过去，在和西

方进驻的教会势力的较量之下，袍哥显得力不从心。

这反映了在十九世纪末期民族命运的沉寂和震荡，也

预示着将要诞生更具有生命力的民间力量。 
事实上如我们所看到的，到了二十世纪初期，袍

哥站到了革命党的一边，在反清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

用。四川的保路运动，同盟会在各地起义的胜利莫不

和袍哥有密切联系，他们选择了新的历史方向，使袍

哥势力在民国时期继续发展，比之清末有过之而无不

及。 
回到小说中来，我们可以感受到李劼人非常自觉

的历史意识，他将人物如放在显微镜下一般进行客观

描绘和剖析，并不介入文本作主观评价，这使人物形

象内涵更为丰富，作为文化个体的存在也更能反映历

史的本真。从这一点上来说，李劼人是一个高屋建瓴

的小说家，他完全没有受到当时各种意识形态的局限，

或者说他自觉的历史意识令他能将意识形态的评价和

影响摈弃在小说之外。对他而言，小说本身就是一种

意识形态。 
在传统匪盗小说《水浒》中除了一干梁山的头领

以英雄好汉的形象刻画以外，其他的匪众可谓“失语的
众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李劼人引领的
现代匪盗想象和传统的根本区别，即对于土匪的“人的
本质”的发现和表现。李劼人的匪色小说和传统文学中
的匪盗表现如此不同。它没有传奇性，也没有侠义色

彩的浪漫表现，更没有劫富济贫的绿林英雄。然而作

为“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它们严肃而具有
批判性，对匪的表现完全是时代的反映、文学的自觉。 
这和现代中国文学的核心价值理念——“人的文

学”有直接关系。1918 年周作人《人的文学》一文代
表性地表达了新文学对于人生的正视。“我认为中国新
文学的传统，即是‘人的文学’，即是用‘人道主义为本’，
对中国社会、个人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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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人的匪盗想象正符合“人的文学”的定义，匪盗既
不是传统的英雄或是恶魔，他们也是人。从二十年代

李劼人的匪盗叙事开始，现代作家对匪的想象被纳入

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中，开始了和传统匪盗想象截然不

同的现代之旅。 
 
注释： 
 
① 本文将文学作品中所有对土匪和匪性气质人物的想象通称为匪

盗想象。20 世纪作为中国由近代进入现代的重大历史转型期正

好对应着土匪这一社会类群从边缘化的山林村寨走向历史舞

台，并逐渐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又随 

着新中国成立走向消亡的历史过程，与之相应的是 20 世纪文学

中的匪类叙事也一直处于和时代紧紧相随的嬗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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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rn writer Li Jieren has written a series of novels about the Sichuan bandits during Republic of 
China. His bandit imagination isn’t legendary and romantic but is serious and critical. As a realistic creation,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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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piece “Dead Water Ripples” reflecting that the bandit sprit as the folk culture power has a special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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